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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星堆遗址仁胜墓地看
宝墩文化早晚之变∗ ①

冉宏林

【摘　 　 要】 以三星堆遗址仁胜墓地为出发点， 可分辨出宝墩文化时期

存在两类不同的墓地或墓葬群， 二者以第四期为年代界限。 第四期以前的墓

葬基本无随葬品， 即便有随葬品， 也只是以日用器物充当， 并且墓向各异，
无明显分组， 墓地也与居址杂处； 第四期有随葬器物的墓葬则相对增多， 随

葬品多具有固定寓意， 墓向一致， 有明显分组， 墓地也为相对单纯的墓地。
上述两类墓地或墓葬群的特征是宝墩文化早晚之变的重要体现， 陶器特征、
聚落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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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发掘的仁胜墓地是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唯一一处先秦

时期墓地，①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往关于仁胜墓地的研究， 重点关注的是

墓葬年代、② 出土玉石器③以及墓地整体反映的聚落与社会变迁④等。 作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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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文化①时期的重要遗存， 仁胜墓地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宝墩文

化的早晚之变， 对厘清三星堆遗址早期文化演变与聚落变迁也有所裨益。 本

文试作分析， 不足之处， 敬请指正。

一、 仁胜墓地的器用现象与墓地形态

仁胜墓地共发掘墓葬 ２９ 座 （见图 １）， 其中 Ｍ１２、 Ｍ２２、 Ｍ２４、 Ｍ２５、
Ｍ２６、 Ｍ２７ 和 Ｍ２８ 等 ７ 座墓既没有明显的墓葬痕迹， 平面形状与墓葬亦有较

大区别， 似乎并非墓葬。 其余 ２２ 座墓葬中，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和 Ｍ６ 因砖

厂取土而被严重破坏， 其全貌和原始信息已不全。 剩下 １７ 座墓葬按照简报

的分类标准可分为宽长方形墓和窄长方形墓两大类， 前者 １４ 座， 后者仅 ３
座。 ３ 座窄长方形墓形制较为奇特， 无明显的墓主人骨骼痕迹， 只在墓底中

部有一片平面呈长方形但面积甚小的黑色腐殖层， 考虑到仁胜墓地的墓葬直

接开口于近现代地层之下， 故这 ３ 座窄长方形墓有可能是晚期墓葬， 甚至不

是墓葬。 １４ 座宽长方形墓无论是平面形状还是尺寸大小， 都没有太大的区

别， 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

图 １　 仁胜墓地平面示意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 图 ２ 改制。

（一） 器用现象

仁胜墓地的随葬器物以玉石器为主， 包括牙璧形器、 锥形器、 泡形器、
斧、 凿、 矛和黑曜石珠等 （见表 １）。 简报所谓的璧形器与泡形器在形制上

并无太大区别， 只是尺寸大小有别， 故可归为同一类。 Ｍ５ 出土的 ２ 件石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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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无论形制还是大小， 均与黑曜石珠相似， 二者很可能具有同样的寓意，
故也可视为同类器物。

表 １　 仁胜墓地各墓随葬器物情况 单位： 米， 件

墓号
尺寸

（长 ×宽 －深）

玉石器

牙
璧
形
器

锥
形
器

泡
形
器

斧
形
器

斧 凿 矛

黑
曜
石
珠

陶
器

其他

骨
器

象
牙

兽
骨

Ｍ５ ３. ４ × １. ８ － １. １ ３ ３ １ ４ ＋２

Ｍ７ ３. ２ × １. ５ － １. ０４ １ １８ √

Ｍ８ ２. ９１ × １. ３８ － １. １５ ＋ １ １ ２ ６

Ｍ９ ２. ５ × １. ４ － ２. ２５ ２

Ｍ１０ ２. ７ × １. ４ － １. ８ １ １ ５ ２ ４ √

Ｍ１３ ２. ７ × １. １ － ２. ５ ２

Ｍ１４ ２. ２３ × ０. ９６ － １. ８９ １

Ｍ１５ ２. ０８ × ０. ９４ － １. ８８ ３ √

Ｍ１６ ２. ５２ × １. ３４ － ２ ２ √

Ｍ１７ ２. ４ × １. ３６ － １. ９６ √

Ｍ２０ ２. ２８ × １. ３６ － １. ８ ２ √

Ｍ２１ ２. ７ × １. ４６ － ２. ４ ５ １ ２ ２ √

Ｍ２９ ３. ３４ × １. ７１ － １. ３２ ＋ １ １ １ １ ８ ３ ３

　 　 资料来源：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 需要说明的是， 该简报在介绍墓葬

时提及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与其具体描述的出土器物不符， 本表以后者为准。 此外， 本表根

据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相关资料， 对简报内容有所修正和

完善。

由表 １ 可以看出， 黑曜石珠、 象牙和兽骨的随葬频率较高， 绝大多数墓

葬均有出土， 应该是这一时期的常见随葬物品。 象牙和兽骨主要位于墓主人

两侧， 而黑曜石珠则散见于墓底各处， 表明当时人们对于这三种随葬品在墓

葬中的寓意有着较为固定的认识。
除了锥形器只见于 Ｍ５ 之外， 其余玉石器都见于多座墓葬， 且不同墓葬

内的同类玉石器的形制特征较为接近， 表明当时人们对于这些玉石器的定位

及其含义的理解是较为确定的。 同类玉石器在各墓的随葬件数以单件为主，
随葬多件者较少。 随葬多件同类玉石器的墓葬随葬其他玉石器的种类和数量

亦较多， 且墓葬规模比其他墓葬大， 故随葬玉石器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显示墓主人在等级和财富方面的区别， 考虑到先秦时期个人似不能自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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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因此这里更多体现的是等级的差异。 不同玉石器在墓葬中的分布位置

有别， 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以往学者对此已有系统、 详细的论述。①

随葬陶器的墓葬仅有 Ｍ１０ 一座， 计高圈足尊和器盖各 １ 件， 其余墓葬

无任何陶器随葬， 或许意味着仁胜墓地在随葬陶器组合方面尚未形成定式。
不过， 在疑似不是墓葬的 Ｍ２２ 中出土了三件陶器， 即 ２ 件高圈足盘和 １ 件杯

形罐 （见图 ２： １ ～ ３）。 与之相同的陶器组合亦见于 １９６３ 年月亮湾地点的

Ｍ１、 Ｍ２ 和 Ｍ３， 其中 Ｍ１ 同样随葬 ２ 件高圈足盘和 １ 件杯形罐 （见图 ２： ４、
５）； Ｍ２ 则随葬 １ 件高圈足盘和 １ 件杯形罐； Ｍ３ 随葬高圈足盘和杯形罐各 ３
件， 可视为 ３ 套 “１ 高圈足盘 ＋ １ 杯形罐” 组合。② ２０１４ 年， 考古人员发掘

青关山城墙时， 在其下压的多个宝墩文化时期器物坑中也发现上述陶器组

合， 如 Ｋ２５ 出土的 ７ 件高圈足盘和 ５ 件杯形罐， 根据分布位置的不同可明显

分为 ３ 组： 南侧东西分列 ２ 组， 均包括 ２ 件高圈足盘和 １ 件杯形罐； 北侧 １
组包括高圈足盘和杯形罐各 ３ 件， 可视为 ３ 套 “１ 高圈足盘 ＋ １ 杯形罐” 组

合 （见图 ３）。③ 上述三个地点的高圈足盘和杯形罐的形制特征较为相似， 年

代应大致同时。 由此可见， 仁胜墓地同时期的三星堆遗址应该已经形成了较

为固定的陶器使用组合， 只是这一点在仁胜墓地并未完全体现出来。

图 ２　 １９９７ 年仁胜 Ｍ２２ 和 １９６３ 年月亮湾 Ｍ１ 陶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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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青关山 Ｋ２５ 及出土陶器

总的来说， 仁胜墓地没有任何两座墓葬的随葬器物组合相近， 更遑论同

类器物的随葬数量相同。 因此， 尽管可以总结出上述零散的器用现象， 但尚

不能上升到较为稳定的器用制度层面。
（二） 墓地形态

仁胜墓地的墓葬开口层位各有不同， Ｍ１６ 和 Ｍ２１ 开口于第 ３ 层下， 其

余墓葬开口于第 ２ 层下， 但开口于第 ２ 层下的墓葬与开口于第 ３ 层下的墓葬

同系直接打破生土而非打破第 ３ 层， 故这批墓葬从层位上看并无明显的年代

间隔。 加之所有墓葬之间并无明确的打破关系， 它们应该属于同一片墓地，
并不能拆分成不同时期的多片墓地。 这一点也可从墓葬方向得到印证， 除

Ｍ５ 为北向墓之外， 其余墓葬均朝向东北。
由于仁胜墓地发掘区内未发现同时期的居址遗存， 更不见墓葬和居址遗

存相互打破的现象， 故而仁胜墓地应该是一处相对较为单纯的墓地。 不过，
这批墓葬打破了早期的居址遗存， 未来如果在墓葬周围发现同时期的居址遗

存， 则仁胜墓地就不是单纯的墓地， 而是依旧靠近居住区， 墓葬只是相对独

立集中分布而已。
根据墓葬的间距大小， 可将仁胜墓地的墓葬划分为至少 ６ 个小组， 每个

小组均包含 ２ 座墓葬。 根据每小组 ２ 座墓葬的位置关系的不同， 可确定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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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墓位形态。① 其一可称为 “纵列式”， 即 ２ 座墓葬按长轴方向纵向排

列， Ｂ 组属于此类 （见图 ４）； 其二可称为 “并行式”， 即 ２ 组墓葬按短轴方

向横向分布， Ｄ 组和 Ｅ 组均属此类； 其三可称为 “错位式”， ２ 座墓葬呈错

位排列， 二者不仅在长轴方向有前后之别， 而且在短轴方向亦有相对较宽的

间距， Ａ 组、 Ｃ 组和 Ｆ 组同属此类。

图 ４　 仁胜墓地墓葬分组示意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 图 ２ 改制。

尽管由于墓主人骨骼保存甚差而无法确定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 不同墓

位形态的墓葬反映的社会关系是夫妻、 母子还是父子亦难以判断， 但将上文

总结的器用现象、 墓位形态和墓地形态结合起来考察， 依旧能够发现以下两

点特殊现象。
其一， 每小组内的墓葬随葬器物多寡明显有别。 Ａ 组 Ｍ１０ 随葬玉凿、

玉矛、 黑曜石珠以及整个墓地唯见的 ２ 件陶器， 而 Ｍ１１ 无任何随葬品； Ｂ 组

Ｍ７ 随葬 １ 件玉泡形器和 １８ 颗黑曜石珠， Ｍ９ 只随葬 ２ 段象牙， 别无其他； Ｃ
组 Ｍ１３ 仅随葬 ２ 颗黑曜石珠， Ｍ８ 同样随葬 ２ 颗黑曜石珠， 但除此之外还随

葬有玉泡形器、 玉斧各 １ 件以及 ６ 段象牙； Ｄ 组两座墓葬虽然均无多少随葬

品， 但 Ｍ１６ 有象牙出土， 而 Ｍ１７ 则无； Ｅ 组 Ｍ２１ 随葬多达 ５ 件玉牙璧形器，
另有 ２ 件象牙质牙璧形器、 １ 件玉矛以及 ２ 段象牙， 而 Ｍ２０ 只随葬 ２ 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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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Ｆ 组 Ｍ１４ 仅随葬 １ 件玉牙璧形器， 而 Ｍ２９ 的随葬器物要丰富得多， 包

括玉泡形器、 玉斧、 玉凿、 石斧形器、 黑曜石珠、 骨璧和象牙等。 如果只有

一个小组的两座墓葬随葬器物差别明显， 尚可归为偶然现象， 但每个小组均

是如此， 则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常态， 体现出同组内两座墓葬的墓主人之间不

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考虑到每个小组的两座墓葬在形制、 尺寸上并无太大

区别， 其墓主人很可能是夫妻关系。
其二， Ｍ５ 是仁胜墓地的另类， 不仅墓向与其余墓葬明显不同， 而且还

随葬整个墓地唯见的玉锥形器。 玉锥形器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 论者皆将

Ｍ５ 的玉锥形器视为宝墩文化与良渚文化交流的物证。① 综合 Ｍ５ 的器用现

象、 墓葬特征以及其周围没有分布其他墓葬的墓位特征来看， Ｍ５ 的墓主人

与仁胜墓地其他墓葬主人的族属似不相同， 应属外来人群。

二、 仁胜墓地与宝墩文化其他墓葬 （群） 的对比

除了仁胜墓地以外， 成都平原还发现多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墓地或墓葬

群， 其中墓葬数量较多且材料相对较为丰富的有高山古城、 宝墩古城、 十街

坊、 化成村和金沙园等 ５ 处。 以下分别从器用现象和墓地形态等方面与仁胜

墓地进行对比。
（一） 高山古城

２０１４ 年②至 ２０１６ 年，③ 高山古城陆续发现 ９４ 座宝墩文化时期墓葬， 其

中只有 １ 座墓随葬 １ 对象牙手镯， 另有 ３ 座墓各随葬 １ 枚胡桃楸果实。 无论

是手镯还是植物果实， 都是日常生活所用、 所见之物， 生前使用而死后予以

随葬， 这一点与仁胜墓地明显不同， 后者随葬器物除了陶器以外显然并非日

用之物， 乃有意选择用以表征诸如墓主人身份、 等级等信息。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高山古城的墓葬形制和大小各异， 与仁胜墓地的墓葬

完全不同。 墓葬的方向亦各有不同， Ｍ１、 Ｍ２、 Ｍ３ 为西北—东南向， Ｍ６ 为

东北—西南向， 而 Ｍ５ 则为正东西向。 各墓的间距较大， 看不出有成组分布

的现象。
２０１４ 年发掘的 ５ 座墓葬分别开口于第 ４ 层和第 ５ 层下， 也即是说， 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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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４ 年高山古城发掘区平面示意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 ２０１４ 年发掘简

报》 图 ４ 改制。

墓葬打破第 ５ 层， 也有墓葬被第 ５ 层叠压。 开口于第 ４ 层和第 ５ 层下的遗

迹， 除了墓葬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灰坑。 ２０１６ 年的发掘情况与此类似。 因

此， 从层位关系上看， 高山古城的宝墩文化时期墓葬与居址遗存同时存在，
二者整体上难以分出早晚。 从分布位置上看， ２０１４ 年发掘的 ５ 座墓葬分布

较为分散， 与大量灰坑相邻， ２０１６ 年发掘的墓葬亦是如此， 故高山古城的

宝墩文化时期墓葬与同时期的居址遗存杂处， 不是单纯的墓地， 而是属于

“居葬合一” 的墓地。
（二） 宝墩古城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在宝墩古城内城中部的田角林地点共发现 ４２ 座墓葬，①

只有 Ｍ６６ 一座墓葬随葬 １ 件盘口圈足尊， 其余墓葬均无随葬品， 与高山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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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墓葬的随葬品情况类似。 盘口圈足尊是宝墩文化的典型日用陶器， 在居址

中极为常见， 偶然随葬在墓葬中显然并无较为固定的寓意， 与仁胜墓地随葬

的玉石器有所不同。
与高山古城的墓葬一样， 宝墩古城田角林地点的墓葬的形制各异， 尽管

大体上都属于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但墓口或外凸， 或内凹， 部分转角较为分

明， 如 Ｍ１１， 而多数则较为圆润。 墓葬尺寸也有显著差别， 如 Ｍ１４ 长度超

过 ３ 米， 而 Ｍ１７ 则长度不到 ２ 米。 墓葬方向或为西南—东北向， 或为正东西

向， 或为西北—东南向， 各不相同 （见图 ６）。 除了 Ｍ１１ 和 Ｍ１８ 由于墓向一

致且位置靠近而有可能属于一个小组外， 其余墓葬均看不出明显的组别。

图 ６　 ２０１３ 年宝墩田角林地点发掘区平面示意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成都市新津县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 ２０１３ 年的发掘》 图 ３ 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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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古城田角林地点的墓葬的开口层位也各不相同， 如 Ｍ１１ 开口于第 ６
层下， Ｍ１９ 开口于第 ７ 层下， Ｍ１５、 Ｍ１６ 开口于第 ８ 层下。 各层下开口的遗

迹还有房址、 灰坑、 灰沟等数量较多的居址遗存， 墓葬和居址遗存之间无明

显的间隔。 因此， 无论是从层位关系还是平面位置上， 均可看出墓葬与居址

遗存共处一地。
（三） 十街坊

十街坊遗址共发现 １９ 座墓葬， 其中至少有 Ｍ１、 Ｍ６、 Ｍ７ 等 ３ 座墓葬有

随葬器物， 数量为 １ ～ １４ 件不等。① 墓葬随葬器物多寡不均的特点与仁胜墓

地是一致的。 此外， 尽管十街坊墓葬随葬的只有骨器， 但不乏有形制特征与

仁胜墓地玉石器相似者， 如 Ｍ６： ２ 圆锥形骨器， 就与仁胜墓地的玉锥形器

相近。
从墓地发掘场景可以大致看出这批墓葬的形制均呈圆角长方形， 没有

形制特殊者。 尽管墓葬尺寸有所区别， 但更多的是成人墓和儿童墓的区别，
成人墓之间的尺寸差异并不明显。 成排分布的 １７ 座墓葬的墓向基本一致，
均朝向西北。 除去明确的儿童墓之后， 可以发现每排墓葬之间的距离有大

有小， 据此可分出若干由两座男女墓葬构成的小组，② 如南排中部两座、
中排中部两座以及北排偏东侧两座 （见图 ７）， 这种墓位形态与仁胜墓地

类同。

图 ７　 十街坊墓葬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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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开口于第 ４ 层下， 同样开口于该层下的还有灰坑， 但现有发表材料

并不确定这些灰坑与墓葬的位置关系。 从图 ７ 来看， 墓葬所在区域并没有分

布密集的居址遗存， 更没有墓葬打破居址遗存以及居址遗存打破墓葬的现

象， 表明十街坊的这批墓葬可能属于一处相对较为单纯的墓地， 与仁胜墓地

较为相似。
（四） 化成村

化成村共发现 １６ 座竖穴土坑墓， 其中 Ｍ１０ 随葬 １ 件石凿， 其余墓葬无

随葬品。① 可见化成村的墓葬与高山古城、 宝墩古城的墓葬一样， 随葬器物

并不常见。 此外， 石凿在同发掘区的第 ４ 层也有出土， 应该是日常用器， 因

此 Ｍ１０ 随葬的石凿也有可能是日常用器， 并非专门的随葬品。 凡此种种，
均与仁胜墓地有别。

从简报发表的发掘工地全景照来看， 墓葬形制较为一致， 都是长方形竖

穴土坑墓， 但尺寸相差较为悬殊。 墓葬方向也各有不同， 正南北向、 东北—西

南向以及西北—东南向均可见到。 部分墓葬似可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小组， 如

发掘区西侧的 ２ 组， 不仅位置邻近， 而且形制、 方向和尺寸均基本相同， 应该

属于以往学者所谓的 “对子墓”， 但偏东的多数墓葬看不出明显的分组迹象。
这批墓葬的开口层位有所不同， ７ 座开口于第 ４ 层下， ９ 座开口于第 ５ 层

下， 由于第 ５ 层遍布全发掘区， 故而开口于第 ４ 层下的墓葬均打破第 ５ 层， 这

些墓葬与开口于第 ５ 层下的墓葬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 分属两个时期的除

了墓葬之外， 还有房址、 灰坑和窖穴等居址遗存， 墓葬与居址遗存相间分布，
二者并无明显的界线。 由此可见， 化成村的这批墓葬所属的墓地并非单纯墓

地， 而是与高山古城、 宝墩古城的墓葬群一样， 属于 “居葬合一” 墓地。
（五） 金沙园

金沙园地点共发现 １０ 座墓葬， 均无随葬品。 墓向各异， Ｍ１７０、 Ｍ１７１
为东西向， Ｍ１６７ 为东北—西南向， 其余 ７ 座均为西北—东南向。 除了 Ｍ１７１
和 Ｍ１７３ 可分成一个小组外， 其余墓葬由于间隔较远， 难以归组。 墓葬与房

址、 灰坑和陶窑等居址遗存杂处， 二者没有明显分界， 而且墓葬与居址遗存

相互打破的现象较为常见， 如 Ｍ１７４ 打破 Ｈ６５１、 Ｆ１２ 打破 Ｍ１７３、 Ｍ１６７ 打破

Ｈ６３７、 Ｈ６３７ 打破 Ｍ１７９ 等 （见图 ８）。② 以上情况均与仁胜墓地有明显区别，
与上述高山古城、 宝墩古城以及化成村遗址的墓葬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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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金沙园第 ５ 层下平面示意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成都金沙遗址 “置信金沙园一期” 地

点发掘简报》 图 ５ 改制。

除了上述墓地或墓葬群以外， 三星村、① 汇利、② 三观村、③ 格威、④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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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① 忠义②等遗址都发现不止 １ 座墓葬。 从新闻报道发布的发掘区航拍

图来看， 三星村的墓葬墓向相对一致， 均朝向西北， 其中可划分出多组成对

墓葬， 部分墓葬有随葬品， 不乏玉锛、 玉凿等高等级遗物。 航空港的 ３ 座墓

葬， 墓向均为西南向， 其中 Ｍ１ 和 Ｍ２ 属于 “并行式” 墓位形态的小组， Ｍ１
随葬 １ 件玉锛， 而 Ｍ２ 无任何随葬品， 墓葬周围没有明确的同时期居址遗

存， 有可能是单纯墓地。 三星村和航空港的上述器用现象和墓地形态均与仁

胜墓地相同。 剩下各遗址的墓葬不仅形制各异、 墓向不同、 无随葬品， 难以

划分墓组， 而且周围分布有同时期的居址遗存， 这些特点与仁胜墓地明显

有别。
综上所述， 十街坊、 三星村和航空港的器用现象和墓地形态与仁胜

墓地较为相似， 而其余几处墓葬群则与仁胜墓地大相径庭———不仅随葬

品稀少， 而且即便有随葬品， 也是以日用器物充当； 墓葬方向各异， 无

明显成组现象； 墓地亦非单纯墓地， 而是与居址遗存杂处的 “居葬合一”
墓地。

三、 宝墩文化早晚之变

上文根据器用现象和墓地形态的区别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的墓地或

墓葬群分为两大类。 两类墓地或墓葬群在各方面存在区别的原因可能是多方

面的， 诸如人群、 地域、 环境方面的差异均是影响因素， 但其中最重要的原

因应该是年代的不同。
按照现有宝墩文化的分期结论来看， 高山古城的墓葬年代属于宝墩文化

第一期早段甚至更早， 宝墩古城墓葬的年代为宝墩文化第一期晚段至第二

期， 化成村、 金沙园、 汇利、 三观村、 格威和忠义的墓葬的年代为宝墩文化

第三期， 十街坊、 三星村、 航空港以及仁胜墓地的墓葬的年代为宝墩文化第

四期。③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 宝墩文化第四期出现了一批新的陶器， 即所谓的 Ｃ
组陶器， 其特征与三星堆文化早期同类器物较为相似， 反映出后者对前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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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继承关系，① 可见 Ｃ 组陶器是分辨宝墩文化第四期遗存的重要参照。 上

述宝墩文化第四期遗址中， 十街坊、 三星村②和航空港均能见到典型的 Ｃ 组

陶器。 仁胜墓地尽管没有出土 Ｃ 组陶器， 但 Ｍ１０ 随葬的陶器均有黑色陶衣，
与 Ｃ 组陶器较为相似。 Ｍ２２ 出土的高圈足盘， 盘部小而浅， 圈足较高 （见
图 ９： ３）， 与金沙园、 化成村出土的同类器 （见图 ９： １、 ２） 相比明显属于

晚期形态， 由此可将 Ｍ２２ 及所在的仁胜墓地其他墓葬的年代确定为宝墩文

化第四期。

图 ９　 宝墩文化第三期与第四期陶高圈足盘对比

结合上文分析， 仁胜墓地代表的两类墓地或墓葬群中， 一类的年代为宝

墩文化第四期， 而另一类的年代为宝墩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 可见宝墩文化

在第四期前后不仅存在着以往学者已经总结出的陶器方面的重大区别， 而且

在器用现象和墓地形态方面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除此之外， 宝墩文化第四期前后的聚落格局也有所变化， 诸如宝墩古

城、 高山古城的年代均属宝墩文化第一至第三期， 显然这一阶段宝墩文化

的聚落重心位于岷江流域。 成都市区周围目前尚未发现属于宝墩文化第四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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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城址， 但三星堆遗址在这期间却出现了类似宝墩古城鼓墩子 Ｆ１① 和治

龙桥 Ｆ６② 的大型柱洞式建筑， 此外还有面积庞大的夯土台面，③ 遗存分布范

围最大可达 ５ 平方公里，④ 显然此时的三星堆遗址应该是成都平原的中心。
也即是说， 至迟从第四期开始， 宝墩文化的聚落重心已经迁移至沱江

流域。
宝墩文化第四期前后存在的上述种种变化， 不能仅仅归因于文化的变

迁， 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人群的变动。 从这个层面上讲， 原宝墩文化第四

期遗存已不宜再称为宝墩文化， 而应另行命名。⑤

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遗址， 自然也是成都平原的中心遗

址， 而在此之前的宝墩文化的重心位于成都平原南部， 以宝墩古城为代

表的古城址群是其中心。 由此可见，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 不仅考

古学文化发生了变迁， 而且成都平原的重心也从其南部向北部转移。 三

星堆遗址从宝墩文化时期的普通聚落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

都城， 显然并非朝夕之功， 而应该有一个漫长的渐变发展过程。 宝墩文

化第四期在文化上呈现出来的变化， 以及仁胜墓地展示的此时三星堆遗

址聚落等级的提升， 正是这个渐变发展过程在文化演变和聚落变迁上的

具体表现。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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